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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居住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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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近年来,流动人口的居住长期化和家庭化趋势凸显,研究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问题具有重

要的意义。 运用 2017 年在我国 8 座城市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对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

居住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除住房产权、住房质量及社区类型外,居住隔离和社区社会资本也

是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社区社会资本在居住隔离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之间发挥

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状态影响着他们在社区内与本地人的社会交

往,进而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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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与 2000 年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

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

的人口增加了 116 995 327 人,增长 81. 03% [1]。 但

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的趋

势,《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指出,2016 年我

国流动人口规模为 2. 45 亿人,自 2015 年流动人口

总量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居住长期化和

家庭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育、就
医、养老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相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

障的需求持续增长[2]。 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的定居

问题既关系到流动人口本身在城市的“安居冶乐业,
也是关系到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公共管理问

题的重要方面。 因此,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是一个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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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

定居意愿是指流动人口在现居地居住了一段时

间后,对该城市产生了永久居住的想法。 不同的学

者已经从不同的维度对定居意愿进行了分析,但在

很多方面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
社会人口特征是以往定居意愿研究中无法回避

的基本影响因素,大量的研究验证了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等都会影响移民的定居决策,但具体作用方

向会有所不同[3鄄4]。 还有部分研究指出,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等对定居意愿并不存在显著影响[5鄄6]。

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也是大量研究中必不可少的

方面,主要包括了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 3 个

方面。 罗恩立发现,教育程度、就业服务享有以及职

业类型都显著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7]。
Zhu 等指出,较高的职业地位和家庭收入对流动人

口的长期居留产生积极影响[8]。 于潇等指出,流动

人口的收入支出比能够显著地影响其城市居留意

愿,处于相对较高职业类别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

愿强烈[9]。 但也有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

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6]。
居住时间和家庭式流动形式对定居意愿发挥着

显著的正向影响。 任远等的研究指出,在流入地居

留时间长、家庭型迁移的外来人口更愿意在流入地

定居[10]。 赵艳枝的研究也证明了在迁入地居留时

间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家庭式流动的重要影响[11]。
Fan 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家庭流动形式(如单

身流动、夫妻流动、无孩家庭流动、家庭流动等)会

对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产生影响[12]。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农民工或流动人

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王毅杰的研究表明,社会

网络连续谱的两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显著

地影响着流动农民的留城定居意愿[13]。 叶鹏飞的

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结识的市民越多,相处得越融

洽,他们就越会倾向于选择城市作为最终居住

地[14]。 刘于琪等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高的新移民

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与本地人交往是影响智力型

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15]。
李斌指出,住房问题成为城市排斥外来流动人

口的有力工具,城市高房价是流动人口需要面对的

重要成本[16]。 因此,住房也是诸多流动人口定居意

愿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占有住房产权会

显著地提高其定居意愿[5鄄6,11]。 杨雪等的研究发现,
住房因素(房贷 /租金)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正

比,但会降低高收入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

愿[17]。 王玉君的研究发现,参与正式住房市场不仅

直接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而且

积极影响归属感,从而间接提升其定居意愿[18]。 通

过文献回顾,不难发现,住房一直是研究定居意愿的

重要因素。 一方面,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在现居城市

拥有一套住房意味着“安居冶的开始,对于定居意愿

可能发挥着非常显著的正效应。 另一方面,住房也

被部分学者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考量因素,面对当

今大城市的高房价,拥有住房产权是一种高阶层地

位的象征,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推出本文关于住房层面居住

因素的第 1 个假设。
假设 1:住房产权、居住面积和住房质量都是显

著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指标。
还有学者关注于城市宜居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定

居的影响。 夏显力等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

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其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

响[19]。 林李月等指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生态环

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城市居住环境感

知提升,能促使其定居意愿提高[20]。 湛东升等的研

究验证了城市宜居性感知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具

有显著影响,但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21]。 城

市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已经验证了城市居住环境对于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作用。 但是,从住房到城

市中间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层级,即社区层。 仅仅考虑

住房产权、面积和质量并不足以涵盖“居住冶对于流动

人口定居意愿的全部影响,亟须将社区层面的影响因

素引入其中。 本文将探究社区类型和环境对于流动

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即本文的假设 2。 另外,本文

还将引入社区层面的两个重要概念,验证居住隔离和

社区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假设 2:社区类型和环境会显著地作用于流动

人口的定居意愿。
2. 居住隔离

居住隔离是两个或更多团体在城市环境的不同

部分各自独立生活的程度[22]。 欧美国家对于居住

·88·



隔离的分析发端于种族问题,后续研究转向社会经

济特征和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 而我国关于居住隔

离问题的研究始于阶层分析,居住空间的变化是“单
位聚居冶走向阶层导向的居住形态[23]。 本研究的分

析对象为流动人口,也是近年来居住隔离研究的热点

之一。 大量学者的研究指出,我国城市中流动人口与

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已然形成。 也有研究开始关注

居住隔离的作用,张文宏等的研究指出,居住隔离对

居民的社会融合主观评价存在着显著的影响[24]。
国外已有研究证明了居住隔离对迁居意愿的重

要影响,即使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变量之后,社区的居

民构成仍显著影响着他们的迁居意愿或行为。
Krysan 等的调查指出,白人最倾向于白人聚居区,而
黑人则倾向于族裔混合的社区[25]。 社区中少数族

裔比例的上升会增加居民的迁居意愿[26],还有研究

更进一步发现了居民对特定族裔更加明显的隔离态

度[27]。 迁居意愿更可能是同一城市内部的迁居行

为意愿,而本研究的定居意愿主要指流动人口是否

在该城市定居,而不只是社区层面的变化。 虽然迁

居意愿的概念与本文的定居意愿有所不同,但对本

研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因此,根据前人的研究,
推出本文关于居住隔离与定居意愿的第 3 个假设。

假设 3:与本地人的居住隔离程度越高,流动人

口的定居意愿越弱。
3. 社区社会资本

学界目前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定义并未形成定

论。 Kawachi 等认同前人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

织的特征,通过居民的社会参与、邻里间互惠及信任

度等来测量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28]。 郝彦辉等认

为,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首要表现为人情浓密

的关系网络,主要包括邻里、家庭、朋友及工作关系,
在此基础上的居民参与、社区信任和自治组织也是

现代性社区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29]。 方

亚琴等将以社区为依托或载体而形成的社会资本称

为“社区社会资本冶,指人们在社区这一具有明确边

界的地域范围内通过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关

系网络中所蕴含的信任、规范、积极的情感等[30]。
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学者们进行了诸多尝试。
Onyx 等[31]和隋广军等[32]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

都包括了邻居间的联系,桂勇等的测量指标也包括

了地方性社会网络的维度[33]。 本文聚焦于社区内

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往所形成的社区社会资本。
Wellman 等指出,邻里之间因物理或空间上的

接近而形成的群体关系纽带曾经长期以来成为社区

讨论的唯一基础[34]。 Sampson 等关于邻里效应机

制的研究也同样强调了社会联系与互动[35]。 邻里

间的网络关系和互动能够有效促进社区居民的归属

感和社区融合,进而提高居民的居住满意度[36]。 刘

志林等的研究也验证了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

有显著的正向关系[37]。 有研究指出,移民在流入地

如果与所在社区产生强大的社会联系会对他们选择

永久定居产生正面的影响[38]。 那么,社区社会资本

会对我国的流动人口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提出本

文的第 4 个假设。
假设 4:与本地人邻里的社会交往能够显著地

提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
Galster 指出,特定人群聚居产生的邻里效应,会

通过一系列内部和外部的机制作用于居住在其中的

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其中内部的机制就包括了社会

网络[39]。 何艳玲等认为,居住隔离减少甚至隔绝了

少数族群和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各个群体之间的

差异性进一步被强化,阻碍了社会交往并导致群体

之间相互不信任和不理解[40]。 李洁瑾等的研究指

出,虽然短期内同质聚居有利于促进整合性社会资

本的形成,但从长远来看,混居却能更有效地打破隔

离,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提供实现的途径[41]。 陈

志光的研究指出,居住隔离削弱了农民工与本地市

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加剧了社会距离[42]。 戚迪明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与市民居住融合或与市

民为邻显著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居住选择通过

邻里互动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城市融入,邻里互动

程度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概率越高[43]。 以上研

究都在探讨居住隔离与社区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以及可能进一步造成的影响。 居住隔离会削弱社区

居民之间的交往,进而可能会对社会距离或社会融

合产生影响。 那么,社区社会资本可能会成为居住

隔离发挥作用的中介变量,作用于人们的定居行为

和意愿。 因此,提出本文的最后一个假设。
假设 5:社区社会资本在居住隔离与流动人口

的定居意愿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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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组织的“2017
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冶,调查在哈尔滨、长春、沈
阳、鞍山、郑州、天津、厦门、广州和长沙 9 座城市同

时开展。 调查对象为在本市居住满 6 个月及以上,
16 ~ 65 周岁的中国公民。 项目采用了多阶段混合

抽样方法,第一阶段通过“隐含分层+PPS 抽样冶法将

每个城市的中心城区 /街道抽出,第二阶段在中心城

区 /街道运用 PPS 抽样抽取 20 个社区,第三阶段在每

个社区基于地图法抽取 25 个家庭户,第四阶段在家

庭户内部运用 KISH 抽样法抽取出最终的受访居民。
最后,本项目在 9 个城市、32 个中心城区、47 个街道、
180 个居 /村委会完成了 4 507 份居民问卷。 由于本

研究的分析对象为流动人口,因此将流动人口比例过

低的鞍山市(30 人,6%)剔除,对其他 8 座城市的流

动人口数据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将目前户口登记地

在“本省其他地级市冶以及“外省市冶的样本都纳入了

流动人口的分析之中,共计 1125 个样本,剔除掉缺失

值和奇异值后,最终 1018 个样本纳入分析中。
2. 变量的操作化

(1)因变量:定居意愿

根据问卷中“您未来可能会在本地(本区 /县级

市)定居吗?冶进行测量,该变量为定序变量,分为 5
个等级,即 “非常不可能冶 (8郾 35% )、“不太可能冶
(13郾 75% )、 “ 不 确 定 冶 ( 18郾 27% )、 “ 有 可 能 冶
(23郾 87% )和“非常有可能冶(35郾 76% ),数值由小到

大表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由弱到强。
(2)自变量

住房产权、居住面积和住房质量都是对流动人

口目前所居住房情况的考察。 住房产权根据此住房

的性质进行分类,将“租 /住廉租房冶“租 /住亲友房冶
“租 /住私人房冶 “集体宿舍冶和“其他冶归入“无产

权冶,记为“0冶;将“自有住房冶归入“有产权冶,记为

“1冶(25郾 44% )。 居住面积通过目前住房的建筑面

积获得,本次调查的流动人口平均居住面积为

68郾 99 m2(S郾 D郾 为 33郾 12 m2)。 住房质量通过住房是

否有厕所、是否有洗浴、是否有电梯 3 个变量加和获

得,形成了最小值为 0 分、最大值为 3 分的连续变量,

数值越大代表住房设施越完善,也就是住房质量越

高,本次调查的平均值为 2郾 25 分(S. D. 为 0. 55 分)。
社区类型根据“受访者居住的社区类型冶进行

测量,“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冶比例极低,将其与“普
通商品房小区冶合并为“商品房及以上冶社区。 考虑

到“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村改居、
村居合并或城中村)冶和“保障性住房社区冶都具有

价格相对较低、购买需要一定的条件以及分布区位

较为接近等特征,将二者合并为“村改居 /保障性住

房冶社区。 最终,将社区类型划分为四类,即商品房

及以 上 ( 53郾 83% )、 单 一 或 混 合 的 单 位 社 区

(8郾 74% )、村改居 /保障性住房(25郾 15% )以及未经

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型社区,12郾 28% )。
社区环境满意度因子通过对 6 个测量指标进行

主成分分析获得,方差贡献率为 60郾 38% ,特征值为

3郾 622 9,KMO 检验值为 0郾 883 7,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值达到 2587郾 334(P<0郾 001),测量指标的因子负荷水

平都超过 0郾 7,适宜进行主成分分析。 社区环境满意

度因子的具体内容及负荷情况如下,噪音(0郾 755 1)、
空气质量 (0郾 798 1 )、水质 (0郾 760 7 )、卫生环境

(0郾 805 7)、休闲环境和设施(0郾 796 9)和治安环境

(0郾 743 6)。 为了便于理解和计算,将生成的因子转

化为 1—100 的标准分。 本次调查的流动人口对其

社区环境满意度的平均分为 57郾 48 分 ( S. D. 为

17郾 63 分),未达“及格线冶。
居住隔离在欧美城市语境下更多地被理解为族

裔构成,其影响程度往往取决于社区中特定族裔的

比例(变化) [44]。 因此,本文选取变量“您的居住小

区的情况冶 进行测量,考虑到 “全部是本地人冶
(2郾 06% )和“全部是外地人冶(2. 16% )的比例极低,
因此将其分别与“大部分是本地人冶和“大部分是外

地人冶合并。 当社区大部分甚至全部是本地人时,
该社区为“本地人聚居冶 (36. 94% );当社区大部分

甚至全部是外地人时,该社区为 “外地人聚居冶
(33郾 40% ),当社区本地人和外地人各占一半时,该
社区为“本外混居冶(29. 67% )。

社区社会资本通过社区内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

的社会交往情况测量,问卷中提及了“有交往的邻

居冶,考虑到“全部是本地人冶(6. 58% )和“全部是外

地人冶(4. 22% )的比例极低,因此将其分别与“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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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本地人冶和“大部分是外地人冶合并。 最终,将
社区社会资本划分为有交往的邻居“外地人居多冶
(36. 74% )、“本外各半冶 (27. 70% )以及“本地人居

多冶(35. 56% )三类。 当流动人口有交往的邻居中

本地人居多时,说明其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本地

人社区社会资本,与本地人邻居的相处较为融洽。
(3)控制变量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了 8 座城市,因此

对城市类型进行了划分。 根据 2017 年中国大城市

名单,将长春、长沙、哈尔滨和厦门归为“大城市冶
(50. 69% );将天津、郑州、沈阳归为 “特大城市冶
(31. 24% ),将广州归为“超大城市冶(18. 07% )。

在社会人口特征方面,主要控制了性别(男性

48. 33% ;女性 51. 67% )和户口(农业 69. 55% ;非农

30. 45% )。 在家庭生命周期方面,控制了年龄(平
均 36. 71 岁,S. D. 为 12. 52 岁)、婚姻状况(无配偶

31. 14% ;有配偶 68. 86% )、子女情况(有 63郾 26% ;
无 36郾 74% ),考虑到该研究关注于居住问题,因此

还将家人同住(是 68. 47% ;否 31. 43% )也作为了控

制变量。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控制了受访者的政

治面貌(中共党员 7. 96% ;非中共党员 92郾 04% )、受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40. 28% ;高中 /中专 /高职

25. 83% ; 大学专科 16. 31% ; 大学本科及以上

17郾 58% )、单位性质(无单位 15. 82% ;非国有单位

45. 19% ;个体工商户 24. 26% ;党政机关国有单位

14. 73% )、职业类别(产业工人 13. 16% ;商业服务

业人员 46. 37% ;办事人员 13. 16% ;专业技术人员

12. 57% ;无业 /农林牧渔及其他 11. 98% ;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 75% ) 和个人年收入(平均

67 485. 64 元;S. D. 为 88 756. 63 元)。
通过回顾前人的研究,不难发现,流动人口在本

地的居住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因此本研究

也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8 座城市的流动人

口在本地平均居住 7. 68 年,最少的不足 1 年,记为

0,最久的已经居住了 56 年。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通过 6 个嵌套模型的建构,对假设进行

了检验,结果参见表 1。 模型 1 仅考虑了社会人口

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生命周期等变量的作用,
作为基准模型;模型 2 加入住房空间的 3 个因素,即

住房产权、居住面积和住房质量;模型 3 又进一步加

入了社区空间的两个变量,即社区类型和环境满意

度;模型 4 和模型 5 分别加入居住隔离和社区社会

资本两个变量;模型 6 将居住隔离和社区社会资本

同时纳入,形成最终的完整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

为五等级的定序变量,因此使用定序对数比率回归

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在住房空间层面,住房产权和住房质量对于流动

人口的定居意愿发挥着显著的正效应,居住面积的作

用并不显著。 模型 2 的结果显示,拥有自有住房的流

动人口更倾向于“比较可能冶或“非常可能冶定居的可

能性比无产权的流动人口大 1. 593 倍,模型 6 中该系

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在住

房质量方面,住房质量每增加 1 分,流动人口的定居

意愿提高一个或一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将增加

23郾 90%,即使是在加入所有变量的完整模型中,依然

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观察模型 1 和模型 2 的

负 2 倍对数似然函数值由 2 916. 150 降至 2 861. 543,
说明住房产权和住房质量能够显著地提高模型的拟

合程度,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定居意

愿的重要性。 因此,假设 1 得到了部分验证,拥有住

房产权和更高的住房质量能够显著地提供流动人口

的定居意愿,但居住面积对其并未发挥显著作用。
在社区空间层面,社区类型对于流动人口的定

居意愿存在一定的影响,但社区环境的满意程度与

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并不显著相关。 模型 3 的结果

显示,与普通商品房及以上社区相比,居住于单位社

区的流动人口更可能会选择定居 ( odds ratio 为

1郾 511),模型 6 中,该系数依然显著。 但是,其他类

型的社区并未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方面与普通商品

房及以上社区呈现出显著差异。 因此,假设 2 并未

得到完全的验证,社区环境满意度与流动人口的定

居意愿并不相关,社区类型中也仅有单位社区对流

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本次调查主

要在各个城市的主城区进行,问卷中并未对主城区

的地段进行进一步的测量,可能会对社区类型的效

应存在一定的影响。
根据模型 4 的结果,居住隔离对于流动人口的

定居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与居住于外地人聚居社区

的流动人口相比,本外混居社区的流动人口定居意

愿高一个或一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大39. 6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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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N=1018)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odds ratio
[S. E. ]

odds ratio
[S. E. ]

odds ratio
[S. E. ]

odds ratio
[S. E. ]

odds ratio
[S. E. ]

odds ratio
[S. E. ]

城市类型淤

特大城市
1. 029 1. 033 0. 989 0. 962 0. 977 0. 970

[0. 138] [0. 140] [0. 143] [0. 142] [0. 143] [0. 143]

超大城市
0. 674** 0. 709** 0. 692** 0. 717** 0. 720** 0. 722**

[0. 105] [0. 112] [0. 111] [0. 115] [0. 115] [0. 116]

居住时间
1. 083*** 1. 076*** 1. 075*** 1. 076*** 1. 075*** 1. 075***

[0. 011] [0. 010] [0. 010] [0. 011] [0. 010] [0. 011]
受教育程度于

高中 / 中专 / 高职 1. 466** 1. 250 1. 225 1. 186 1. 206 1. 201
[0. 227] [0. 197] [0. 195] [0. 189] [0. 192] [0. 192]

大学专科 1. 730*** 1. 473* 1. 433* 1. 375 1. 407 1. 396
[0. 354] [0. 309] [0. 302] [0. 291] [0. 298] [0. 297]

大学本科及以上 2. 221*** 1. 788** 1. 729** 1. 627** 1. 634** 1. 627**

[0. 509] [0. 421] [0. 409] [0. 388] [0. 388] [0. 388]

住房产权盂 2. 593*** 2. 603*** 2. 573*** 2. 523*** 2. 516***

[0. 417] [0. 423] [0. 422] [0. 412] [0. 413]

居住面积
1. 003 1. 003 1. 002 1. 002 1. 002

[0. 002] [0. 002] [0. 002] [0. 002] [0. 002]

住房质量
1. 239* 1. 260* 1. 281** 1. 284** 1. 286**

[0. 142] [0. 151] [0. 155] [0. 156] [0. 156]
社区类型榆

单位社区
1. 511* 1. 571* 1. 627** 1. 624**

[0. 364] [0. 379] [0. 394] [0. 394]

村改居 / 城中村 / 保障性住房
1. 027 1. 090 1. 066 1. 072

[0. 162] [0. 174] [0. 170] [0. 172]

老城区未改造社区
0. 973 0. 980 0. 971 0. 971

[0. 186] [0. 189] [0. 187] [0. 187]

社区环境满意度因子
1. 005 1. 004 1. 004 1. 004

[0. 003] [0. 004] [0. 003] [0. 004]
居住隔离虞

本外混居 1. 396** 1. 044
[0. 210] [0. 200]

本地人聚居
1. 409** 1. 093

[0. 214] [0. 226]
社区社会资本愚

本外各半
1. 623*** 1. 576**

[0. 243] [0. 298]

本地人居多
1. 502*** 1. 416*

[0. 222] [0. 285]
Pseudo R2 0. 045 4 0. 063 3 0. 065 2 0. 067 4 0. 069 3 0. 069 4

-2 Log Likelihood 2 916. 150 2 861. 543 2 855. 655 2 848. 985 2 843. 119 2 842. 932
摇 摇 注:*** p<0. 01,** p<0. 05, * p<0. 1。 淤参照组为“大城市冶;于参照组为“初中及以下冶;盂参照组为“无产权冶;榆参照组为“商品房及

以上冶;虞参照组为“外地人聚居冶;愚参照组为“外地人居多冶。 受版面限制,未将所有变量及四组截距结果呈现,该模型还控制了性别、年龄、
年龄的平方、户口、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家人同住、政治面貌、单位性质、职业类别以及个人年收入的对数。

地人聚居社区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高一个或一个以

上等级的可能性大 40. 90% 。 由此可见,与本地人

混居能够显著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与本地

人的混居程度越高,流动人口越可能会选择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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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定居。 因此,假设 3 得到了验证,与本地人的

居住隔离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越弱。
模型 5 结果显示,与有交往的邻居中外地人居

多的流动人口相比,当流动人口交往的邻居中本外

各半时,他们的定居意愿高一个或一个以上等级的

可能性大 62. 30% ;当流动人口交往的邻居中本地

人居多时,他们的定居意愿高一个或一个以上等级

的可能性大 50. 20% ,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可

见,流动人口有交往的邻居中本地人的比例越高,他
们越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定居意愿,本地人构成的

社区社会资本会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定居的重要因

素。 由此,假设 4 得到了验证,与本地人邻里的社会

交往能够显著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
根据前人对居住隔离的研究不难发现,居住隔

离可能会对社区内居民的社会交往,也就是本研究

所关注的社区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居住隔离会使得

社区内居民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减少,造成他们

的隔阂。 因此,本研究提出了假设 5,关注社区社会

资本在居住隔离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之间的中介效

应。 根据模型 4 和模型 5 的结果,居住隔离和社区

社会资本都分别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存在着显著

的相关关系。 但是,当模型 6 同时加入居住隔离和

社区社会资本两个变量后,居住隔离与流动人口定

居意愿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显著了,说明中介效应是

可能存在的。 为了验证假设 5,本研究将进一步对

这一中介效应进行验证。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 5 等级的定序变量,如果使

用线性回归来分析中介效应,会导致中介效应低估、
标准误低估、置信区间对真值覆盖比例偏低等问题。
自变量 X 居住隔离、中介变量 M 社区社会资本和因

变量 Y 定居意愿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中介模型

的含义便是 X 居住隔离通过对 M 社区社会资本发

生影响,进而影响 Y 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 对于中

介效应大小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回归系数差异

法,通过 c鄄c忆来计算;二是系数乘积法,通过 ab 来计

算。 对于因变量为定序变量的中介效应估计,系数

乘积法得到的结果优于系数差异法[45]。 因此,本研

究将采用第二种方法进行估计。
按照 Baron 等的逐步法,先做 3 个定序对数比

率回归模型,再对回归系数标准化后进行 Sobel 检

图 1摇 中介效应

验[46]。 Mplus 软件可以直接得到标准化后的系数及

标准误估计结果,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只能是连续

变量。 因此,在中介效应部分对居住隔离和社区社

会资本的操作是将其视为 1—5 分的连续变量。 但

是,当计算 X 居住隔离对 M 社区社会资本的系数 a
时,将社区社会资本也作为定序变量,进行定序对数

比率回归显然更为恰当。
第一步:对 3 个定序对数比率回归模型的系数

进行依次检验。 首先,在不考虑 M 社区社会资本的

情况下,X 居住隔离对 Y 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发挥

显著的正效应( c = 0. 223,P<0. 01)。 其次,居住隔

离与社区社会资本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无论是将其视为连续变量的 Mplus 结果( a =
0郾 718)还是 ologit 结果(a = 2. 361)都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 再次,当考虑 M 社区社会资本时,X 居住

隔离的系数( c忆)不再显著,但 M 社区社会资本的系

数(b)依然显著,说明了中介效应的存在。 有些学者

认为,如果系数 c忆不显著,属于完全中介[47]。 Baron
等认为,完全中介是中介效应存在最强有力的证

明[48]。 但也有学者认为,完全中介的概念是有问题

的,呼吁放弃完全中介,将所有中介都看作是部分中

介[49]。 因此,本研究对该问题将不再进行过度解读。
第二步:通过系数乘积法进行 Sobel 检验。 表 2

第一组 结 果 为 Mplus 软 件 中 采 用 完 全 标 准 化

(STDYX)程序直接得到的标准化结果。 Sobel 检验

Z= 2. 542>1. 96,说明居住隔离通过社区社会资本

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有显著的间接作用,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70. 90% 。 第二组结果为

STATA 软件中 3 个定序对数比率回归模型的结果,
而第三组结果为根据第二组计算得出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 Sobel 检验 Z=2. 529>1. 96,但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比例为 87. 80% 。 可见,如果将 M 社区社会

资本也视为定序变量,那么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

例便远高于 Mplus 的结果。 虽然两种结果略有差

距,但都使得假设 5 得到了验证,社区社会资本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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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社区社会资本在居住隔离与定居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

路径
Mplus STDYX 结果 STATA ologit 根据 ologit 结果计算

Coefficient [S. E. ] Coefficient [S. E. ] Coefficientstd [(S. E. ) std]
Y 定居意愿

X 居住隔离(c) 0. 223*** [0. 063] 0. 111 [0. 031]
M 社区社会资本

X 居住隔离(a) 0. 718*** [0. 015] 2. 361*** [0. 101] 2. 101 [0. 090]
Y 定居意愿

M 社区社会资本(b) 0. 112** [0. 044] 0. 200** [0. 079] 0. 112 [0. 044]
X 居住隔离(c忆) 0. 033 [0. 044] 0. 066 [0. 088] 0. 033 [0. 044]

abstd淤[S. E. (abstd)于] 0. 080 [0. 032] 0. 235 [0. 093]
Sobel 检验 Z盂 2. 542 2. 529

中介效应 /总效应榆 0. 709 0. 878

摇 摇 注:*** p<0. 01, ** p<0. 05, * p<0. 1。 淤abstd =astdbstd;于S. E. (abstd)= (bstd) 2(S. E. (astd)) 2 +(astd) 2(S. E. (bstd)) 2 ;盂Sobel 检验

Z=abstd / S. E. (abstd);榆中介效应 /总效应=abstd / (abstd+c忆std)。 受版面限制,该表未将模型的截距结果列出。

住隔离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

四、结论与讨论

定居意味着流动人口愿意在目前的城市永久居

留,实现身份的转变,因此,定居意愿是流动人口社会

融入的重要体现。 同时,流动人口的定居会造成当地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需求的增长,定居意愿的研究可

以发挥一定的“预警冶的作用,因此需要给予特别关

注。 剖析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因素能够更加深

入地分析这一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本文

在控制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生命

周期等因素的基础上,将关注点置于居住因素的分

析。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拥有自有住房和完善的住

房设施能够显著地提高流动人口在目前城市定居的

可能性。 其次,社区类型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存在

一定的显著相关关系。 再次,分别将居住隔离和社区

社会资本加入模型时,两个因素都会显著地影响流动

人口的定居意愿。 当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本地人比

例越高时,或流动人口有交往的邻居中本地人口比例

越高时,他们越可能会选择在目前城市定居。 最后,
社区社会资本在居住隔离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之

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居

住隔离状态影响着他们在社区内与本地人的社会交

往,进而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发挥作用。
居住隔离对于流动人口的社区社会资本发挥作

用,社区内的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比例构成会显著

地影响到流动人口在社区内交往的邻居中的本地人

口比例,进而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产生影响。 当

流动人口在社区内有交往的邻居中本地人口比例升

高时,他们更可能会选择定居。 以往关于流动人口

定居意愿的研究较少关注于居住隔离和社区社会资

本因素,即使有所关注也多将这两个因素分开讨论,
本研究正是在弥补这一不足。 另外,对居住隔离概

念中隐含的社区社会资本维度进行了数据论证,验
证了居住隔离状态对于社区内社会交往的影响,与
前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呼应。 一方面,该结论说明

了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与居住隔离状态相比,社
区内产生的社会资本对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而言

是更加重要的因素。 这就为大城市的社区建设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居 /村委会如果能够为流动人口和本

地居民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举办更多促进二者交

往的社区活动,不仅能够营造和谐社区的氛围,更能

够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另一方面,社区社会

资本是一个微观层面的变量,是很难通过政策进行

调控的,但是居住隔离有所不同,更加适合在政策方

面进行调整,从政策层面上为流动人口形成更多的

本地居民社区社会资本提供条件。 国外的经验表

明,混合居住是破解人群隔离、防止区隔融合、推动

人群之间真正互动交融的重要途径。 罗力群建议将

混合居住政策作为降低当前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一种

社会干预手段[50]。 杨菊华提出,从隔离式居住走向

融合式居住亦是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缩小阶

层分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51]。 本文的

结果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模式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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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支持。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混合居住模式能够

提供其与本地居民社会交往的机会,有助于提高流动

人口的本地人社会网络,促进流动人口在当地的社会

融合。 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混合居住也同样有助于他

们接触和了解流动人口,破解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

误解,增强他们对流动人口的理解、包容和接纳。
最后,本文对于控制变量并未进行过多讨论,但

是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在城市类型方面,相较于

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表现出了更低的定居

意愿。 这一结论印证了近年来流动人口“逃离北上

广冶的趋势。 这一趋势可能也与超大城市高昂的房

价或一些居住因素密切相关,但本文并未对该问题

进行深入分析,有待其他研究进一步地探究。 居住

时间和受教育程度也表现出了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

的显著影响,在目前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学历越高,
尤其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流动人口越可能会选择在

目前城市定居,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 本文运用大

规模问卷调查的数据为已有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

的量化支持,但是受到数据的局限,并没有将更多的

变量纳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效度。
但是,也发现了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居住因素对

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城市间的差

异,居住因素在不同城市中的重要性是否有所不同。
由于问卷中未涉及地段变量,因此本研究无法进行

测量,但是地段对于居住因素而言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维度,下一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居住地段对于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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